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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效应研究 

——基于半参数空间模型的再检验 

叶阿忠 郑航
1
 

（福州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6） 

【摘 要】：通过测算 31 个省域 2009—2019 年环境污染的空间自相关 Moran’sI 指数，结合 Moran 散点图及

LISA 集聚图分析环境污染的空间相关性，结果表明我国省域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正空间相关性，表现出明显的“集

群”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经济增长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省域

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之间并非完全符合 EKC 假说，而是存在更为复杂的震荡关系。经济增长对于省域环境质量

的影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恶化—改善—恶化—改善”的“M”型曲线关系。同时，我国第二产业比重

的上升、人均资本存量的提高和环保投资力度的加大均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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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然而，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加之各地方政府“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导

致中国整体环境质量的不断下降。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问题愈发尖锐，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理清经济增长与环境

污染之间的内在联系，识别出环境污染的影响因素，对于我国制定和实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政策、探索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

调发展的新型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1 文献综述 

在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方面，国内外学者多基于环境库兹涅兹曲线(EKC)假说展开研究[1,2,3,4,5,6]。其中，部分学者的研

究结论证实了 EKC曲线的适用性。Lindmark[7]、Giles & Mosk[8]研究表明 CO2和CH4排放量与收入之间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

许士春和何正霞[9]、杨万平和袁晓玲[10]通过对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的研究得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遵循倒“U”型曲线关系。

然而，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 EKC 假说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成立。Kaufmann 等[11]通过研究SO2排放量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得出

二者呈正“U”型曲线关系，与 EKC 曲线相悖。肖彦等[12]通过拟合广西工业污染和人均收入水平的 EKC，结果表明二者同样呈现

正“U”型曲线关系。许广月和宋德勇[13]、周茜[14]、李飞和庄宇[15]基于区域异质性对 EKC展开探讨，结果表明我国东、中、西部

地区 EKC存在差异，更多表现为正“U”型曲线关系。进一步地，Friedl & Getzner[16]研究表明 CO2排放量与收入之间呈现出“N”

型曲线关系。苏伟和刘景双
[17]
、李瑛珊

[18]
分别建立吉林省和广东省工业三废排放量与人均 GDP 之间的 EKC 模型，结果表明二者

均呈现“N”型曲线关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空间因素对环境污染具有重要影响。Rupasingha 等[19]基于空间模型探究

美国县级人均收入与空气污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二者遵循EKC 关系。马丽梅和张晓[20]、邵帅等[21]、Hao & Liu[22]基于空间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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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验证 EKC 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结果表明二者分别呈现线性、正“U”型和倒“U”型曲线关系。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基于不同样本及估计方法，对于 EKC 假说的研究结果不尽相同。现有关于 EKC 假说的研究多基于参

数计量模型展开，但参数模型设定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大多学者通过引入经济增长的一次项、二次项和三次项来分析其与环境污

染的线性、倒“U”型和“N”型曲线关系，但这种处理方法存在较大局限性，未能识别二者可能存在的更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

进而使估计结果不够稳健，不足以准确反映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真实关系。有极少数研究者采用非参数方法对经济增长与环

境污染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展开研究。符淼[23]采用非参数方法拟合我国工业污染的 EKC。许发明等[24]采用非参数模型验证中国碳排

放量的 EKC 假说，结果表明EKC 呈现“N”型曲线形态。然而，非参数模型虽不必对经济变量的关系做任何假定，但其估计的收

敛速度较参数模型低，同样存在一定的缺陷。为此，有必要引入半参数模型做进一步探讨。半参数模型综合了参数模型和非参数

模型的优点，将模型部分变量的关联性研究置于非线性框架中，通过对变量间线性及非线性关系的准确刻画和描述，揭示变量间

的内在联系规律。 

本文基于已有研究成果，主要进行了如下改进：考虑到环境污染的空间自相关性[25,26]和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23,24]，

在空间计量模型的基础之上，将经济发展水平设为模型非参数项，采用半参数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

影响，丰富了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假说的研究方法。 

2 环境污染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2.1 环境污染的空间自相关检验 

本节通过测算全国 31 个省域(港澳台地区除外)2009—2019 年环境污染的空间自相关 Moran’sI 指数和对应的散点图来分

析环境污染的空间依赖性。Moran’sI指数常用于检验变量的空间自相关性，其取值范围在-1到 1之间。若 Moran’sI 值为正，

表明变量具有空间正相关性，且相关度随着Moran’sI值的增大而增大，反之为负相关。为对省域环境污染的空间相关性进行系

统考察，本文构建了如下三种空间权重矩阵。 

(1)邻接矩阵(W1)： 

 

(2)地理距离矩阵(W2)： 

 

其中，dij为两省域地理中心位置之间的距离。 

(3)经济距离矩阵(W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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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Wij为样本年间 i省域人均 GDP 均值与 j省域人均 GDP 均值绝对差值的倒数。 

已有研究多运用工业污染指标衡量中国省域环境污染水平[27,28,29,30]。本文选取中国 31个省域(港澳台地区除外)工业废水、废

气、二氧化硫、烟尘、粉尘和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指标，运用熵权法[31]构建环境污染指数以衡量省域环境污染水平。由表 1可知，

依据三种权重矩阵计算得出的 2009—2019 年环境污染的 Moran’sI 指数均在 10%或更低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省域环

境污染的空间相关性同时在地理空间关联以及经济空间关联特征上予以体现，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 

表 1 2009—2019 年环境污染的Moran’sI指数表 

年份 

W1 W2 W3 

Moran’sI 值 P 值 Moran’sI 值 P 值 Moran’sI 值 P 值 

2009 0.182 0.033 0.099 0.076 0.128 0.027 

2010 0.184 0.032 0.116 0.052 0.122 0.031 

2011 0.171 0.040 0.122 0.045 0.129 0.026 

2012 0.174 0.037 0.124 0.043 0.140 0.022 

2013 0.159 0.049 0.123 0.044 0.136 0.023 

2014 0.163 0.046 0.141 0.028 0.170 0.011 

2015 0.156 0.051 0.133 0.035 0.198 0.009 

2016 0.177 0.036 0.150 0.023 0.104 0.049 

2017 0.142 0.065 0.141 0.027 0.079 0.086 

2018 0.146 0.061 0.135 0.033 0.150 0.013 

2019 0.121 0.091 0.130 0.037 0.128 0.027 

 

Moran 散点图可以分析各省域环境污染的集群特征。其中，落在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的省域具有正空间相关性，即环境质量

较好的省域被同是环境质量较好的省域包围，环境质量较差的省域被同是环境质量较差的省域包围；落在第二象限和第四象限

的省域具有负空间相关性，即环境污染严重的省域被环境质量较好的省域包围，环境污染轻微的省域被环境质量较差的省域包

围。 

图 1为以邻接矩阵作为权重矩阵求得的省域环境污染Moran散点图，可知 31个省域中大部分省域位于 Moran 散点图的第一

象限和第三象限。其中，2009年环境污染的 Moran 散点图中位于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的省域分别达到 12个和 9个，占比达到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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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31个省域的 67.7%；2019 年位于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的省域分别达到 14个和 7个，占比同样达到全部 31 个省域的 67.7%，

表明我国省域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环境污染程度相近的省域相互邻近。 

 

图 1 2009年、2019 年环境污染的 Moran 散点图 

2.2 环境污染的空间关联局域指标 LISA分析 

Moran’sI 指数多用于刻画指标在整体水平的空间相关性，LISA 指标则能从局部水平进一步检验指标的集聚情况。由表 2可

知，我国省域环境污染在空间分布上形成了不同的集聚区域：第一个是以新疆、青海、四川为中心的低环境污染集聚区；第二个

是以福建、山东、河南为中心的高环境污染集聚区；第三个是以北京、天津为中心，其自身污染程度较低，但周边省份污染程度

较高的集聚区。山东和河南作为我国的工业大省，其工业集聚程度较高，工业污染物排放量较大，可能存在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

转嫁问题；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程度总体而言较低。由 2009 年和 2019 年环境污染的LISA集聚分布变化可知，低环境污染集聚区

有由西部地区向中部地区扩展的趋势，同时，高环境污染集聚区有由东部地区向中部地区扩展的趋势，我国环境污染程度整体呈

现东高西低的分布特点。 

表 2我国省域环境污染的 LISA 集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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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类型 代表省域(2009 年) 代表省域(2019 年) 

低—低 新疆、青海 新疆、青海、四川 

高—高 福建、山东 山东、河南 

低—高 北京、天津 北京、天津 

不显著 其余省域 其余省域 

 

3 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空间计量检验 

3.1 模型设定 

我国 31 个省域的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集群”特征[32,33]，而同样具有空间集群性的经济发展水平则增加了环境污染的空间

依赖性，因而应采用考虑空间因素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相关性。本文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

建立如下空间计量模型： 

 

式(4)为包含了各种空间效应的一般嵌套模型。其中，Pit表示第 i个省份第 t年的环境污染指数；Xit为影响环境污染的相关

变量，包括产出水平(GDP)、产业结构(S)、技术进步(K/L)和环保意识(INVEST)；Wij为空间权重矩阵；ρ 和φ 分别为空间回归

系数和空间误差系数；εit为随机误差项向量。 

省域环境污染空间依赖关系的产生源于三类不同的空间交互效应：若 ρ=0、θ=0、φ≠0，则式(4)为空间误差模型(SEM)，

代表不同省域误差项间的交互效应；若ρ≠0、θ=0、φ=0，则式(4)为空间自回归模型(SAR)，代表不同省域被解释变量间的内

生交互效应；若 ρ≠0、θ≠0、φ=0，则式(4)为空间杜宾模型(SDM)，其综合考虑了不同省域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

后因素。 

3.2 指标选取及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 2009—2019 年 31个省域作为样本，并选取如下指标作为研究变量，数据来源于 Wind 数据库和各省份历年统计年

鉴。 

环境污染指数(P)：选取中国 31个省域工业六废指标，运用熵权法[32]构建环境污染指数以衡量省域环境污染水平。环境污染

指数越高，表明环境质量越差。 

产出水平(GDP)：EKC 假说认为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34]。同时，已有研究表明对于不同国家或地区以及不同的污染

物而言，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符合倒“U”型曲线假说[16,17,18]，而工业化程度较深的国家 EKC 会呈现较明显

的三次曲线形式[35]。因此，通过在空间模型中引入 GDP 的一次方项、二次方项和三次方项以考察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

系。本文使用各省域地区生产总值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并进行 GDP 平减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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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经济发展水平外，本文还增加以下控制变量以减少因为变量遗漏所引致的估计结果的偏差。 

(1)产业结构(S)： 

产业结构对于环境污染有着明显影响。一方面，中国目前处于工业驱动阶段，环境污染物的排放大都来自工业企业，工业化

的提升往往意味着更多污染物的排放。另一方面，我国正逐步探索工业化与环境改善协调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工业经济发展

逐渐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以期找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平衡点。本文采用第二产业GDP

占比衡量产业结构水平。 

(2)技术进步(K/L)： 

技术水平的提高通过资本劳动比(人均资本存量)进行衡量。一方面，人均资本存量的提高通常对应着技术效率的提升，进而

提高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36,37]；另一方面，人均资本存量的提高也体现了产业高级化转型的趋势，

即由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38,39]， 

产品也逐渐由高能耗产品向低能耗、低污染的清洁产品转型，进而减少对于环境的污染程度[40,41,42]。本文采用资本劳动比(人

均资本存量)来衡量技术进步，其中物质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43]，以 2009 年为基期，经济折旧率为 9.6%，劳动力投入

量用各地区年末就业人数来衡量。 

(3)环保意识(INVEST)： 

环保意识主要通过地方政府对于环境治理的投入资金体现。随着国家对于环保问题的愈加重视，各省域政府对于环境保护

的投入也逐年增加，以期通过加大环境保护相关投资来改善环境质量。本文采用省域环保投资总额年度数据来衡量环保意识并

进行 GDP平减修正。 

3.3 经济增长对省域环境污染影响的空间计量检验 

表 3为在三种空间权重矩阵下 SEM、SAR 和 SDM模型的回归结果。其中，三种模型的 Hausman检验结果均在 5%的显著性水平

下拒绝随机效应的原假设，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由表 3 可知，空间回归系数 ρ 和空间误差系数 λ 均显著为正，说明省域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具有局部俱

乐部集群现象，这也验证了采用空间计量模型的必要性。其中，经济增长一次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二次方项回归系数显著为

负，三次方项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并非符合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假说中的倒“U”型曲线关系，而是

呈现“N”型曲线关系，即环境污染状况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出“恶化—改善—恶化”的发展趋势。 

产业结构的估计系数为负，即我国第二产业占比提高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究其原因，近几年我国生产结构及生产方式积

极调整转型，体现为生产企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型，生产方式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型，生产产品由污染产品向

清洁产品转型，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已初见成效。技术进步的估计系数为负，表明技术水平的提高对于环境污

染具有改善作用。环保意识的估计系数为负，即对于环境污染治理的资金投入对于环境质量的恶化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究其

原因，第一，近几年我国各省域对于污染治理的投资相较于往年有了较大的提升，环保资金的不断投入遏制了环境污染的加剧。

第二，各省域吸取往年经验教训，保证了环保资金投入的持续性和稳定性，避免环境污染治理的投机行为。第三，各省域致力于

清洁生产技术的研发与投入使用，减少了工业污染物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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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考察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因素对于环境污染的影响，可知经济增长的空间滞后项对于环境污染的影响只在权重矩阵

为经济距离矩阵时显著，技术进步与环保意识的空间滞后项对于环境污染的影响只在权重矩阵为邻接矩阵和地理距离矩阵时显

著，而产业结构的空间滞后项均不显著。表明邻近省域经济增长对于本省域环境污染的影响能通过经济空间关联特征予以体现，

而邻近省域技术进步与环保意识对于本省域环境污染的影响则能通过地理空间关联特征予以体现。邻近省域产业结构对于本省

域环境污染几乎没有影响。 

3.4 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影响的非线性空间计量检验 

3.4.1 模型建立 

在上述参数模型中，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N”型曲线关系已经得到初步验证。然而，参数模型估计需要预先假设模

型形式且满足较为严格的前提假设，可能导致模型设定的偏差，因此，有必要引入半参数模型进行进一步检验。由前文可知，空

间滞后模型无论是单一变量的显著性程度还是整体拟合效果均优于其他两类模型，故本节结合空间滞后模型和半参数模型，构

建半参数空间滞后模型分析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设半参数空间滞后模型的方程为： 

 

式中：G(lnGDPit)为未知非参数函数，其余变量与式(4)相同。 

3.4.2 模型估计 

半参数空间滞后模型估计方法： 

表 3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空间计量检验结果 

参数 

W1 W2 W3 

SEM SAR SDM SEM SAR SDM SEM SAR SDM 

lnGDP 
7.320** 

(2.14) 

9.560*** 

(2.79) 

6.053* 

(1.77) 

6.650** 

(1.99) 

8.858*** 

(2.57) 

7.290** 

(2.35) 

10.507*** 

(3.03) 

10.489*** 

(3.06) 

14.066*** 

(3.77) 

ln
2
GDP 

-0.367* 

(-1.95) 

-0.491*** 

(-2.60) 

-0.299 

(-1.59) 

-0.330* 

(-1.80) 

-0.453** 

(-2.39) 

-0.375** 

(-2.20) 

-0.544*** 

(-2.85) 

-0.544*** 

(-2.88) 

-0.739*** 

(-3.59) 

ln
3
GDP 

0.006* 

(1.72) 

0.008** 

(2.39) 

0.005 

(1.38) 

0.005 

(1.57) 

0.008** 

(2.18) 

0.006** 

(2.00) 

0.009*** 

(2.64) 

0.009*** 

(2.67) 

0.013*** 

(3.39) 

S 
-0.306*** 

(-2.73) 

-0.384*** 

(-3.41) 

-0.241** 

(-2.10) 

-0.240** 

(-2.19) 

-0.347*** 

(-3.09) 

-0.101 

(-0.98) 

-0.365*** 

(-3.22) 

-0.362*** 

(-3.21) 

-0.347***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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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 
-0.011*** 

(-4.96) 

-0.009*** 

(-4.44) 

-0.013*** 

(-5.87) 

-0.009*** 

(-4.52) 

-0.009*** 

(-4.21) 

-0.017*** 

(-8.09) 

-0.008*** 

(-4.03) 

-0.009*** 

(-4.22) 

-0.010*** 

(-4.35) 

lnINVEST 
-0.042

*** 

(-4.39) 

-0.048
*** 

(-5.14) 

-0.039
*** 

(-4.10) 

-0.036
*** 

(-3.77) 

-0.047
*** 

(-4.98) 

-0.033
*** 

(-3.80) 

-0.050
*** 

(-5.32) 

-0.050
*** 

(-5.37) 

-0.052
*** 

(-5.24) 

W×lnGDP   9.301 

(1.41) 
  13.764 

(1.27) 
  36.994*** 

(2.72) 

W×ln
2
GDP   -0.513 

(-1.42) 
  -0.816 

(-1.37) 
  -2.013*** 

(-2.70) 

W×ln3GDP   0.009 

(1.44) 
  0.016 

(1.49) 
  0.036*** 

(2.67) 

W×S   -0.195 

(-0.77) 
  -0.364 

(-1.38) 
  -0.305 

(-0.63) 

W×K/L   
-0.001 

(-0.19) 
  

-0.010*** 

(-2.78) 
  

-0.004 

(-0.49) 

W×lnINVEST   -0.044** 

(-2.26) 
  -0.159*** 

(-5.85) 
  -0.018 

(-0.46) 

ρ  0.133** 

(2.53) 

0.246*** 

(3.01) 
 0.195*** 

(2.66) 

0.369*** 

(4.10) 
 0.170** 

(2.51) 

0.232** 

(2.45) 

λ 
0.273*** 

(3.69) 
  0.459*** 

(4.83) 
  0.413*** 

(3.15) 
  

N 341 341 341 341 341 341 341 341 341 

R
2
 0.83 0.86 0.85 0.82 0.88 0.80 0.84 0.86 0.85 

 

注：括号内为 t值；上角标*、**、***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表4、表6、表 7同。 

 

式中：G(lnGDPit)为非参数部分，GDPit表示经济发展水平；Pit、Sit、(K/L)it和lnINVESTit分别表示环境污染指数、产业结构、

技术进步和环保意识。若 E[G(lnGDPit)]≠0，则可将其归入αi，所以，不妨设 E[G(lnGDPit)]=0。 

模型(6)的参数分量αi、ρ、β1、β2、β3和非参数分量 G(lnGDPit)的估计方法如下： 

先假定参数αi、ρ、β1、β2、β3已知，则由模型(6)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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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得到非参数分量 G(·)的初步估计： 

 

其中， 和

分别是 E(Pit|lnGDPit)、E(WijPit|lnGDPit)、E(Sit|lnGDPit)、E((K/L)it|lnGDPit)和 E(lnINVESTit|lnGDPit)的局部线性估计。 

将模型(6)中非参数分量用其初步估计替代，得到消除αi的参数模型： 

 

再利用最小二乘估计得到参数ρ、β1、β2、β3的估计 。由 E[G(lnGDPit)]=0 得到αi的估计： 

 

最后，可以获得 及其一阶偏导数 ： 

 

3.4.3 模型估计结果 

表 4为半参数空间滞后模型估计结果，其中，lnGDP代表的是非参数项，其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主要通过偏导数图体现。图 2

为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的偏导数估计结果，其中，横轴为经济增长，纵坐标为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边际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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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GDP 每提高 1%引起环境质量恶化的增量。图 2 表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具有明显的非线性关

系，且存在 3个拐点，分别为 17.3、19.1 和 20.2，即 3260.6亿元、19725.3亿元和59258.2 亿元。当产出水平低于 3260.6亿

元时，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具有负向影响，且负向影响随着产出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减弱；当产出水平超过 3260.6亿元时，经济

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由恶化转为改善；当产出水平达到 19725.3 亿元时，经济增长再次导致了环境质量的恶化；最后，当产出

水平超过 59258.2亿元时，经济的持续增长对于环境质量具有改善作用，且改善作用逐渐增强。由此可见，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

的影响并非完全呈现“N”型曲线关系，而是表现出对环境质量由“恶化—改善—恶化—改善”的“M”型曲线关系，“N”型曲

线包含在“M”型曲线当中，体现为“M”型曲线的一部分。究其原因，经济增长对于环境质量的影响主要体现为规模效应、结构

效应和技术效应。其中，经济增长带来的产出规模增大、产出水平提高，导致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物排放量的急剧增加，恶化了

整体环境质量；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积极促进生产结构及生产方式转型，逐步走上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型

工业化道路；技术效应则体现在清洁生产及排放技术的普及和使用。经济增长对于环境质量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不同发展阶段三

种效应的相对影响程度，当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大于规模效应时，经济增长对于环境质量表现出改善作用，当规模效应占据主导

地位时，经济增长对于环境质量表现出恶化作用。因而，经济增长对于环境污染的影响表现出“震荡”关系。其余控制变量中，

产业占比、技术进步和环保投入的提高改善了省域环境质量，这与参数模型估计结果一致。 

3.4.4 拐点分析 

进一步地，以2009年和 2019 年省域 GDP 年度数据为例，按环境曲线拐点将 31个省域划分为四类，分析省域经济发展水平

对于环境质量影响的时空差异，具体分类情况如表 5 所示。其中，2009 年处于第一区间的省域达到 6 个，处于第二区间的省域

达到 21个，处于第三区间的省域达到 4个，没有省域处于第四区间；2019 年处于第一至第四区间的省域分别有 3个、13个、12

个和 3个。可见，2009 年我国 31个省域中经济发展水平绝大部分位于第二区间内，表现出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也

有部分省域位于第一和第三区间，表现出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恶化作用；暂没有省域达到第四区间水平。2019 年，位于第一

至第四区间的省域与 2009 年相比分别减少了 3个、减少了 8个、增加了 8个、增加了 3个。其中江苏、山东、广东 3个省份达

到了第四区间水平，表现出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作用。总体而言，目前我国31个省域经济发展水平位于第二、第三

区间居多，较少省域达到第四区间水平，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表现出区域异质性。 

4 稳健性分析 

表 5省域经济发展水平对环境质量影响的时空差异 

拐点区间 
影响

效应 
省份(2009 年) 省份(2019 年) 

GDP＜3260.6 亿元 恶化 海南、贵州、西藏、甘肃、青海、宁夏 西藏、青海、宁夏 

3260.6亿元＜GDP

＜19725.3 亿元 
改善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吉林、上海、浙江、安

徽、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

南、陕西、新疆、内蒙古、黑龙江 

天津、山西、吉林、广西、海南、重

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新

疆、内蒙古、黑龙江 

19725.3 亿元＜

GDP＜59258.2 亿

元 

恶化 江苏、山东、广东广西 

北京、河北、辽宁、上海、浙江、安

徽、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

南、四川 

GDP＞59258.2 亿

元 
改善 — 江苏、山东、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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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1)基于人均 GDP指标的EKC 曲线再检验。选取人均GDP 指标衡

量省域经济发展水平，运用半参数空间滞后模型进行估计。(2)基于不同环境污染类型的EKC 曲线再检验。选取农业氨、氮和磷

排放量指标以及城镇废水、废气和生活垃圾排放量指标，运用熵权法分别构建农业及生活污染指数，分析经济增长与农业和生活

污染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由于篇幅所限，只展示三种空间权重矩阵下工业污染对人均 GDP的偏导数估计结果。由表 6、表 7及图

3 可知，不同类型的环境污染依然存在明显的正空间效应，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依然呈现震荡的“M”型曲线关系。其余控

制变量估计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考虑省域环境污染的空间自相关性，结合空间计量模型和半参数模型，分析省域经济发展水平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具体

结论和政策建议如下： 

表 7基于人均 GDP指标的不同环境污染类型 EKC 曲线检验 

参数 

人均 GDP 

工业污染 农业污染 生活污染 

W1 W2 W3 W1 W2 W3 W1 W2 W3 

lnGDP 偏导图 偏导图 偏导图 

S 
-0.546

***
(-

3.66) 

-0.449
***
(-

2.99) 

-0.523
***
(-

3.46) 

-0.472
***
(-

3.52) 

-0.383
***
(-

2.84) 

-0.450
***
(-

3.32) 

-0.456
***
(-

3.49) 

-0.368
***
(-

2.80) 

-0.434
***
(-

3.29) 

K/L 
-0.005(-

1.56) 

-0.007**(-

2.00) 

-0.007*(-

1.86) 

-0.005(-

1.57) 

-0.006**(-

2.03) 

-0.006*(-

1.89) 

-0.005(-

1.58) 

-0.006**(-

2.04) 

-0.006*(-

1.89) 

lnINVE

ST 

-0.058
***
(-

8.91) 

-0.059
***
(-

8.92) 

-0.062
***
(-

9.42) 

-0.061
***
(-

10.41) 

-0.062
***
(-

10.43) 

-0.065
***
(-

10.96) 

-0.062
***
(-

10.78) 

-0.062
***
(-

10.80) 

-0.065
***
(-

11.33) 

ρ 
0.223***(3.

46) 

0.269***(3.

25) 

0.237***(2.

85) 

0.224***(3.

60) 

0.263***(3.

21) 

0.235***(2.

88) 

0.223***(3.

62) 

0.261***(3.

19) 

0.233***(2.

88) 

N 341 341 341 341 341 341 341 341 341 

R2 0.82 0.83 0.81 0.87 0.89 0.87 0.89 0.90 0.89 

 

我国 31 个省域环境污染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性，环境污染程度相近的省域相互邻近。可见，各省域所处地理位置及其邻

接省域均会对本省环境污染产生影响。基于此，各省政府应加强区域间的相互合作，建立区域环境保护联动机制，环境污染程度

较低的省域应充分发挥环保政策的“溢出效应”，带动周边省域环保工作的开展。同时，各省域应合理运用“排污权交易”制

度，达到减少排污量、保护环境的目的。 

表 6基于总量 GDP指标的不同环境污染类型 EKC 曲线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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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总量 GDP 

工业污染 农业污染 生活污染 

W1 W2 W3 W1 W2 W3 W1 W2 W3 

lnGDP 偏导图 偏导图 偏导图 

S 
-0.624***(-

4.40) 

-0.563***(-

3.91) 

-0.586***(-

4.10) 

-0.342***(-

3.35) 

-0.309***(-

3.04) 

-0.323*** 

(-3.15) 

-0.332***(-

3.33) 

-0.300***(-

3.02) 

-0.314*** 

(-3.13) 

K/L 
-0.005**(-

2.02) 

-0.004(-

1.54) 

-0.006**(-

2.29) 

-0.009***(-

4.47) 

-0.008***(-

4.26) 

-0.008*** 

(-4.23) 

-0.008***(-

4.48) 

-0.008***(-

4.27) 

-0.008*** 

(-4.23) 

lnINVE

ST 

-0.059***(-

8.95) 

-0.061***(-

9.32) 

-0.062***(-

9.65) 

-0.047***(-

5.50) 

-0.045***(-

5.33) 

-0.049*** 

(-5.71) 

-0.046***(-

5.58) 

-0.045***(-

5.41) 

-0.048*** 

(-5.79) 

ρ 
0.227***(3.

72) 

0.270***(3.

24) 

0.285***(3.

76) 

0.123**(2.

43) 

0.186***(2.

56) 

0.069(1.

05) 

0.121**(2.

40) 

0.184**(2.

53) 

0.067(1.

02) 

N 341 341 341 341 341 341 341 341 341 

R2 0.80 0.81 0.80 0.75 0.75 0.75 0.75 0.74 0.76 

 

我国省域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符合 EKC 假说，而是存在更为复杂的震荡关系。经济增长对于省域

环境质量的影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恶化—改善—恶化—改善”的“M”型曲线关系，拐点分别为 3260.6 亿元、

19725.3 亿元和 59258.2 亿元。目前我国 31 个省域经济发展水平位于第二、第三区间居多，较少省域达到第四区间水平，经济

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表现出区域异质性。因此，地方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政策时应充分考虑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

结合地区发展和环境污染状况给予相应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避免环保政策的千篇一律。 

我国省域环境污染状况不仅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同时还与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环保意识相关。总体而言，我国产业结

构对环境污染具有负向影响，即随着第二产业比重的不断上升，环境质量将会得到改善。技术水平的提高对于环境污染的加剧具

有一定的遏制作用。环保意识的提高对于环境质量具有改善作用，各省域对于环保的投入达到了一定的预期效果。因此，加速推

进工业生产结构转型、加快实现清洁能源生产和使用技术的普及、保持并加大环保投资力度，将有利于改善我国的环境污染问

题。 

表 4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半参数空间计量检验结果 

参数 W1 W2 W3 

lnGDP 偏导图 偏导图 偏导图 

S -0.624***(-4.40) -0.563***(-3.91) -0.586***(-4.10) 

K/L -0.005**(-2.02) -0.004(-1.54) -0.006**(-2.29) 

lnINVEST -0.059***(-8.95) -0.061***(-9.32) -0.062***(-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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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 0.227***(3.72) 0.270***(3.24) 0.285***(3.76) 

N 341 341 341 

R2 0.80 0.81 0.79 

 

 

图 2不同权重下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的偏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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